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作为纯粹哲学家的现象学家

倪 梁 康

摘    要    扬·帕托契卡 1933 年来到弗赖堡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现象学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其

1936 年的任教资格论文《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帕托契卡对生活世界问题的切入和讨论有其自己的原

初视角，但他最初受到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影响，后来也受到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的影响。帕托契卡本人

最终提供了自己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探讨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本己视角以及进入其中的本己通道，它体

现在三个方面：横向结构论方面，纵向历史论方面以及方法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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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思路的梳理及其四重视角的重构之后①，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一个问

题：当扬·帕托契卡 1933 年来到弗赖堡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现象学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其

1936 年的任教资格论文《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②时，他是从哪个视角出发来切入和讨论生活世界问题

的呢？而且他自己又会提供何种观察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本己视角以及进入其中的本己通道呢？

引论：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现象学”

与胡塞尔相同，帕托契卡本人在其最初讨论生活世界问题的论著《自然世界》中，也并未使用过“生

活世界现象学”的概念。迟至 1972 年，他才开始用这个名称来标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

象学》③中阐述的相关思想。④但无论如何可以说，帕托契卡在其《自然世界》论著中所说的“自然世

 

①对此可以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哲学动态》2019 年第 12 期。

②以下简称为《自然世界》。

③以下简称为《危机》。

④参见：Jan Patočka,  “Die Philosophie der Krisis der Wissenschaften nach Edmund Husserl und sein Verständnis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r Lebenswelt,”
in Jan Patočka,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Phä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I, hrsg. von Klaus Nellen, Jiří Němec und Ilja Srubar, Stuttgart
1991, S. 31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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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概念，就是胡塞尔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使用最多的“生活世界”概念。①

帕托契卡这部于 1936 年在布拉格出版的书实际上是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讨论生活世界问题的专著。即

使是在 40 年后，当“生活世界”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而深入论述的哲学问题时，兰德格雷贝依然可

以说：“如今围绕生活世界概念来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在那里得到先期的处理并且以一种比在其他地

方所做的更为令人信服的方式得到部分的解决。”②但由于《自然世界》一方面是以捷克语发表的，另一

方面也因为在发表之后的第三年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产生影响。而胡

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文稿则因纳粹当政以及同样也因“二战”的爆发而受到耽搁，在 60 年代才作为

遗稿随《危机》的发表而引起注意，相关的文稿也是此后才陆续得到整理出版，因而帕托契卡与胡塞尔的

生活世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过足够的关注和讨论。

一般认为，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问题研究直接受到了胡塞尔的启发和督促，最早是在其弗赖堡学习期

间：“这方面的启发他从弗赖堡时期便已经获得。他在 1933 年致芬克的信中便已表露了对生活世界问题域

的特别兴趣，它在这部著作中成为他的论题。”③此后，更为强烈的影响来自胡塞尔的两个讲演，即维也

纳和布拉格讲演。兰德格雷贝在 1977 年回忆帕托契卡的文章中曾指出：“对于帕托契卡来说，胡塞尔在其

讲演中引入的那些问题必须成为［其任教资格论文］论题，这是不言而喻的。”④但如何在一部任教资格

论文中发展和深化这个论题，却是帕托契卡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的问题。当时他手中按照兰

德格雷贝的说法只有一些在聆听胡塞尔讲演时和在与胡塞尔、芬克、兰德格雷贝等人这些年的交谈时所做

的笔记。⑤

不过对此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例如同样是发表于 1977 年的比梅尔的说法：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研究

是他自己感悟到的论题，他从胡塞尔那里获得的更多是现象学的方法：“在这部著述中处在中心的是对生

活世界的一种分析，甚至可以说，这里已经预先处理了胡塞尔将会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⑥

著作中阐述或提出的生活世界问题域。正如帕托契卡有一次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很早就已经在探讨生活世

界的问题域；他从当时在布拉格有影响的哲学家洛斯基以及柏格森那里获得启发；当然他是通过由胡塞尔

发展的方法才获得了正确的通道。”⑦

这个说法显然与前一种说法相互矛盾，而且还隐含了一个命题：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语境和

问题域各自具有不同的内涵，它们的统一仅仅在于现象学的方法。

这两个明显对立的说法的确都给出了各自的根据，或许是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是各个不同时期胡塞尔与

帕托契卡之间的思想联系。今天，在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大量相关遗稿已经被陆续发表之后，我们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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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塞尔与帕托契卡都将“生活世界”的问题追溯到阿芬那留斯的“自然世界”的概念那里。关于胡塞尔对阿芬那留斯的《人类的世界概

念》（R. Avenarius, Der menschliche Weltbegriff, Leipzig 1891）阅读以及所受影响可以参见：Rochus Sowa,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a
XXXIX, S. XXX ff. 以及凯恩斯记录的晚年胡塞尔对自己受益于阿芬那留斯的说法，参见：Dorian Cairns,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S. 63. 帕托契卡对阿芬那留斯的诉诸可能受到胡塞尔的启示，但他更多诉诸阿芬那留斯的另一本书：《纯

粹经验批判》（R. Avenarius, Kritik der reinen Erfahrung, Leipzig 1888-1890），参见：Jan Patočka,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rsg. vo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Wien:  Klett-Cotta,  Stuttgart,  1987-1992,  Band  III: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Phä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 hrsg. von Klaus Nellen und Jiri Nemec, Einleitung von Ludwig Landgrebe, 1990, S. 42 f., S. 209, S. 211.

②L. Landgrebe, “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čka: Ein Philosoph von Weltbedeutung,” in: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 Volume 3, 1977, S. 301.

③M. Heitz /  B. Nessler, “Vorbemerkung,”  in Eugen Fink und Jan Patočka, 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  Freiburg /  München: Alber Verlag /  Prag:
Oikoymenh, 1999, S. 17.

④L. Landgrebe, “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čka,” a.a.O., S. 300.

⑤参见：L. Landgrebe, “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čka,” a.a.O., S. 300.

⑥以下简称为《危机》。

⑦参见：W. Biemel, “Jan Patocka: 1. 7. 1907 – 13. 3. 1977,” in: a.a.O., S. 132.−这里所说的“帕托契卡有一次自己承认”，应当是指帕托契卡本

人在 1968 或 1969 年为在布拉格大学复职而撰写的、1999 年才翻译成德文出版的一段捷克文简历。他在其中写道：“我很早就在思考‘自

然世界’以及它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还在认识胡塞尔之前，我就在当时还住在布拉格的洛斯基那里以及在柏格森那里了解了它，但我当时

相信，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了恰当的方法，它赋予此问题以一个应有的哲学广度和深度。”（Jan Patocka, Texte – Dokumente – Bibliographie,
hrsg. von Ludger Hagedorn und Hans Rainer Sepp,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1999, S. 453）−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详细讨论帕托契卡

生活世界现象学中的现象学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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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但也都包含片面和不足。如果我们今天必须在这个问题面前再次做出选

择，那么我们会做一个大致的确认：在 20 世纪 30 年代，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思考显然是由胡塞尔、芬克

和海德格尔所引发，并且在胡塞尔的鼓励和督促之下完成的，尽管帕托契卡的这个思想成果很久以后才随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影响扩展而受到学界的公认。①但帕托契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持久地用力，

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他毕生的研究都与生活世界问题相关，并且是在此方向上思考的深入和广泛的展开。

他自己对“生活世界”和“现象学”的了解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个努力的结果使得他已经

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胡塞尔在未完成的《危机》书中所公开阐述的生活世界思想，而且帕托契卡在某些方

面还对胡塞尔的具体论点做了修正和改变。如果胡塞尔在《危机》中提供的是一个生活世界理论的雏形，

那么帕托契卡已经用他毕生的努力提供了一个生活世界现象学的 2.0 版本。

笔者在下面各节中将会说明这个生活世界现象学的 2.0 版如何有别于胡塞尔在其《危机》遗著（Hua
VI, Hua XXIX）与《生活世界》遗稿集（Hua XXXIX）所展示出的 1.0 版。

一、纵向研究的脉络：两个世界的形成以及向作为精神生活形式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与胡塞尔在《危机》中追溯欧洲观念史或精神史的做法相似，帕托契卡在《自然世界》中也在寻求一

种克服客体主义危机的历史类型学或观念谱系学的可能解决方案。他与胡塞尔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在

尝试通过超越论的经验理论来消解在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被认定的对立，都在试图“用主体主义来反

对所有种类的客体主义”②。帕托契卡首先在贝克莱那里看到了这种主体主义。这个意义上的主体主义最

初是胡塞尔所说的超越论的主体主义，即能够克服客体主义与不彻底的主体主义的“最普全的和最彻底的

主体主义”（Hua IX, 300）。在这个时期，帕托契卡曾一度是胡塞尔后期在超越论现象学道路上的少数同

行者之一。但后面我们会看到，帕托契卡后来发展出的自己的超越论哲学和历史哲学则与胡塞尔在《危

机》中始终未完成的超越论现象学构想渐行渐远，即使他仍然一再地尝试向它回溯。

帕托契卡的出发点在于对一个双重世界的确认：自然生活的世界与科学世界；以及对一个思考方向的

提出：它们之间对立的起源；还有一个问题的提出：这两者如何能够和谐一致。这些构成《自然世界》第

一章第一节的基本内容。③

帕托契卡认为：“现代人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他们处在双重的世界中，即处在一个他的自然被给

予的周围世界中，同时又处在一个立足于数学的自然合法则性原理而为他创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世界中。”④

他与胡塞尔一样相信这是现代精神危机的来源。而如果我们不打算采纳大多数思想家们通常所做的解决危

机的那种尝试，即要么摆脱这两个世界中的某一个世界，要么将其中的一个世界还原为另一个世界，以此

方式仅仅保留一个世界，那么剩余的第三条可能道路就是：回归它们的源头，在它们的历史性中把握它们

的真实性。易言之，不是在两个世界中选择一个，或将一个托付给另一个，而是将它们一起托付给一个第

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主体的行动，即精神实施的行动的动态统一。因而帕托契卡在他的著作中开始对自

笛卡尔以降的现代思想史进行梳理和考察，他的目的至少最初是在于对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的起源研究，

后来逐渐发展为他的历史哲学研究。

这个思想史的切入维度与客体主义的批判维度构成了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思考的最重要维度。他在

 《自然世界》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就已经在粗线条地勾勒笛卡尔、贝克莱、康德、费希特、托马斯·里

德、雅可比、歌德，现代实证主义阿芬那留斯、马赫、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以及物理主义的思

想史发展脉络。在此意义上，帕托契卡毕生完成的大量哲学史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都可以归入他的生活世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①帕托契卡的这篇任教资格论文得到了他多年来的导师柯塞克（J. B. Kozák）的认可，但另一位教授克拉尔（Josef Král）教授则予以拒绝。参

见 Milan  Walter, “ Jan  Patočka.  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Vol.  17,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čka
(1985), S. 93.

②参见：Jan Patočka,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a.a.O., S. 48.

③参见：Jan Patočka,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a.a.O., S. 25 f.

④Jan Patočka,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a.a.O., 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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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研究的脉络之中。哈格道恩曾在其编辑出版的帕托契卡遗著《进入现代的另类道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

主义的欧洲观念史研究》之“前言”中，列举帕托契卡对哲学史的长期研究，以及在前后期对胡塞尔《危

机》的一再诉诸：与帕托契卡的任教资格论文于同一年（1936 年）发表的文章《马塞里克与胡塞尔对欧洲

人的精神危机的理解》①。而后在 50 年代，他还在一个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亚里

士多德动力学与现代力学世界观的前奏》《伽利略与古代宇宙的中介》，讨论胡塞尔也曾在《危机》中讨

论过的近代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先驱。②

此外，帕托契卡于 1964 年出版的四百多页的大书《亚里士多德：他的先驱与遗产−从亚里士多德

到黑格尔的研究》③，也在诉诸胡塞尔的《危机》书，但已经在尝试用不同于胡塞尔的方式来阐述现代自

然科学的产生历史。1967 年在鲁汶大学的讲座“波希米亚对近代科学理想的贡献”④也属于这个方向的

努力。

最后是 20 世纪 70 年代秘密印发和传播的《哲学史的异端论文集》，它被帕托契卡称作自己的“告别

奏鸣曲”（Abschiedssonate）⑤。拜瑞·斯密特对此书做了如下的评价：“帕托契卡的著述首先要么是以

地下出版物的形式被分发，要么是在国外发表的，因为帕托契卡几乎一生都未被允许在自己的祖国出版。

这些著述中（从政治的立场看）最重要的一本是《哲学史的异端论文集》，它原先于 70 年代初以 12 份拷

贝的方式传布开来，后来成为东欧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之一。”⑥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外产生重大影

响，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出版。

据此，哈格道恩有理由说，“这个历史的大论题还在 1936 年的《自然世界》中就已经强烈地宣示出

来，而它伴随了他，直到 40 年之后产生的《异端论文集》”⑦。哈格道恩的这个梳理是就他于 2006 年首

次以德文编辑出版的帕托契卡哲学史论文集《进入现代的另类道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的欧洲观念史

研究》的一个概述和阐释。这些以系统和历史的双重视角再现了帕托契卡在这个问题上的持久努力结果。

但与胡塞尔在《危机》中提出的观点不同，帕托契卡并不认为现代的危机产生于伽利略将世界数学化

的做法以及它所导致的现代的精确自然科学的产生；同样，他也没有像尼采和海德格尔那样将问题追溯到

古代就已开始的酒神精神的泯灭或存在问题的遗忘。在帕托契卡的历史哲学研究中，很可能他在早期巴黎

学习过程中结识的柯瓦雷对他的思想影响更大。虽然柯瓦雷也受到胡塞尔的“科学史就是观点史”思想的

影响，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实际上独立于胡塞尔后来的《危机》书。无论如何，帕托契卡没有将科学的革命

以及产生两个世界的分水岭确定在 16 世纪的伽利略，而是追溯到更早和延续更久的文艺复兴，即从 14 世

纪开始，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⑧

帕托契卡所实施的这种纵向的探讨方向，与胡塞尔后期在发生现象学和历史哲学名义下所展开的思考

路径基本一致。但胡塞尔会对“两个世界”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这里可以参考凯恩斯的回忆录：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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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 见 ： Jan  Patočka, “ Masaryks  und  Husserls  Auffassung  der  geistigen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heit,”  in: Jan  Patocka,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Phä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I, a.a.O., S. 455 ff.

②Jan Patočka, Andere Wege in die Moderne. Studien zur europäischen Ideengeschichte von der Renaissance bis zur Romantik,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6, S. 225 ff., S. 275 ff.

③Jan Patočka, Aristoteles, seine Vorläufer und Erbe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n Aristoteles bis Hegel, Praha（NCSAV）1964.

④参见：Jan Patočka, “Der Beitrag Böhmens zum neuzeitlichen Wissenschaftsideal”  (Löwener  Vorlesungen),  in Schriften zur  tschechischen Kultur  und
Geschicht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Bd. V, hrsg. v. K. Nellen, P. Pithart u. M. 1992, S. 125-196.

⑤参见：Hans Rainer Sepp, in “Nachwort” zu Jan Patoc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neu übersetzt von Sandra Lehmann,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0, 213.−以下将这部《哲学史异端论文集》简称为《异端论文集》。

⑥Barry Smith, “Von T. G. Masaryk bis Jan Patočka: 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 in J. Zumr and T. Binder (eds.), T. G. 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
Graz / Pragu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1993, S. 16.

⑦L.  Hagedorn, “Andere  Wege  in  die  Moderne  –  Jan  Patočkas  Studien  zur  europäischen  Ideengeschichte,”  in  J.  Patočka, Andere  Wege  in  die  Moderne,
a.a.O., S. 13.

⑧参见：Jan Patočka,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a.a.O., S. 85, S. 185.−这个时代划分与胡塞尔的观点并不一致。胡塞尔在

 《危机》中给文艺复兴的地位是：哲学观念在此时期得到新的构设，欧洲人的自律得到建立。帕托契卡与胡塞尔在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哲学

评价上的差异也是他们之间总体哲学观的差异的因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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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当他与胡塞尔的学生莱纳（Hans Reiner）在胡塞尔家里做客时，莱纳曾谈起到原始人和文明

人的“不同世界”。当时胡塞尔说：“‘不同世界’这一说法虽有其妙用，却也有其危险的一面。严格说

来，说有两个或更多的现实世界存在实属荒谬。所有的心灵（意识）拥有一个同一的世界，这一世界又具

有一个同一的形式存在论的结构。通过他人之心灵对我而言所具有现象的存在这一实情，此观点可得到确

认。”①因此也可以理解，胡塞尔本人为何使用更多的是“观点”（Einstellung）：科学的观念、自然的观

点、哲学的观点，它们是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角。虽然胡塞尔在《观念》第二卷的本体论意义上也谈到

物质自然的世界、动物自然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但它们都是同一个世界的组成部分。

笔者在这里已经开始从对生活世界的纵向研究的脉络追踪过渡到横向研究的脉络追踪。

二、横向研究的脉络：世界与诸生活世界的关系

帕托契卡在回忆录中曾记录了 1933 年在胡塞尔家做客时给他留下深刻影响的一个情景，即在面对充满

纳粹反犹的敌意和日益浓烈的战争气息的欧洲时局以及由各个敌对国家学生构成的和谐的周边环境时，胡

塞尔就“现象学的世界”概念说道：“我还记得，他［胡塞尔］当时说：‘我们在这里的统统都是敌

人。’他指着我和芬克：‘敌人。’指着中国人和日本人：‘敌人。’‘而超越一切的−现象学。’”②不

过，在回到布拉格之后，帕托契卡在胡塞尔那里感染到的乐观情绪很快便消失殆尽。他在同年 9 月 13 日

写给芬克的信中便写道：“布拉格现在成为了一个反德宣传的中心，这使得我在这里的生活异常困苦。”③

此后，捷克斯洛伐克于 1939 年 3 月遭纳粹德国入侵和占领，直至 1945 年 5 月才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

获得解放。而在德国占领期间，帕托契卡仍然在思考胡塞尔的“敌人−超越一切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

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在哲学上被理解为在民族文化与世界精神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也可以在政治学上被理

解为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而在生活世界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我们身居其中的

唯一世界与诸多生活之间的冲突与张力。

在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关系的问题中，“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都始终不言自明地被理解为单

数。这个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也可以等同于与科学世界相对的“文化世界”。胡塞尔所说的“欧洲人的

危机”或“欧洲科学的危机”，是指欧洲科学的危机以及它所引发的欧洲文化世界的危机，胡塞尔在《危

机》的一开始便将其概括为“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表现的科学危机”（Hua VI, 1 ff.）。

但事实上，自然科学以及它所展示的那个世界并未处在危机之中，它始终维持着它的统一。即使它们

的定律和命题时常会在矛盾和抗争的状态中相伴出现，相互否定，但它们总会被更可靠的认识所克服或证

伪，新的形式上的一致性会消除歧义性。至此为止，而自然科学始终在以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统一性。

 “如果我们精通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它们精确发展了的领域中，一切都是明白清楚的。我们可

以肯定拥有客观真理，它通过可靠的、真正切中客观性的方法得到论证。”④这是胡塞尔在 1907 年的五

次讲座中首先确定的事实。用康德的话来说，认识无疑是可能的，科学无疑是成功的。但胡塞尔像康德一

样只是认为，认识如何可能或科学如何可能无法通过科学本身来解决，因此需要做认识论和哲学方面的思

考和努力。但科学并未因为无法解决自己如何可能的问题而陷入危机。

即使在 30 年后撰写《危机》时，看起来处在危机之中的也不是这个统一的科学世界，而反倒是作为

复数的生活世界，它们彼此间缺乏类似自然科学式的客观统一联结。甚至可以说，科学世界是统一的象

征，而生活世界是杂多的代名词。

但科学的危机如何表现为欧洲人根本生活的危机？胡塞尔在《危机》中一言以蔽之：科学的“危机”

表现为它的生活意义的丧失（Verlust ihrer Lebensbedeutsamkeit）。这是因为，虽然科学主义或物理学主义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①Dorion Cairns,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S. 63.（中译文采用余洋译本）

②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281 页。

③Eugen Fink und Jan Patočka, 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 Freiburg / München: Alber Verlag, Prag: Oikoymenh, 1999, S. 33.

④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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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它的发展并不符合人类理性的目的。它在片面强调客观性的同时忽略了作为客观性

根源的主观构成性。因此近代科学的特点是物理学的客体主义而非心理学的主观主义，后者在后期胡塞尔

那里就是积极意义上的“超越论的主体主义”。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将“危机”联结为科学理性发展的一

种偏差，并主张用哲学的观点来对科学的观念进行纠偏。这两种观点都起源于自然的观点或生活世界的观

点，但各自导向的目的地却大相径庭。

帕托契卡看到并理解胡塞尔的这个基本想法，并曾在《异端论文集》中概括地阐释过由它引发的基本

问题：“埃德蒙德·胡塞尔谈及作为一目的论之联结（Nexus）的欧洲历史，构成这个联结之轴心的是理性

明察的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在这里叫作有责任的）生活。在胡塞尔看来，欧洲文化通过这个目的论的观

念而有别于所有其他文化。一种出自理性的生活、一种在明见性中的生活的思想使得欧洲作为相对于偶然

文化而言的本质文化而从所有其他文化中凸显出来。明见性、理性是‘天生的’人性观念，以至于欧洲精

神同时就是人类精神一般。欧洲文化与文明是普遍有效的，所有其他文化只具有部分的有效性，即使它们

除此之外可以是十分有趣的。”①此外，帕托契卡在其晚年对海德格尔“《明镜周刊》访谈录”所做的批

注中也写道：“但胡塞尔关于一种哲学文化的观念，以及关于真正的文化是欧洲的文化，而这最终就其本

质而言是一种哲学的文化的想法，并不是新的，还在一战后不久他就一再地对它们做过文字的表述。”②

1. 当然，胡塞尔的这些观念和想法会引出一系列的疑问：首先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其次是目的论

的问题，最后还有文化普遍性的问题。这些疑问在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思考中都先后出现过。但他当时最

先遭遇的是“欧洲”或“欧洲人”的问题。它们在胡塞尔的《危机》中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并非地域概

念和人种概念，比如说，胡塞尔不会将“欧洲”具体界定为全欧洲还是欧洲的某个部分：西欧、中欧、东

欧、北欧、南欧，以及诸如此类；而“欧洲人”则既不会笼统指称住在欧洲这个地域的全体人员，也不会

具体指某个生活在欧洲的人种，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马扎

尔人、希腊人、犹太人，以及诸如此类。“欧洲”和“欧洲人”更多是一个哲学文化的概念。

在 30 年代撰写《自然世界》时，帕托契卡首先面临的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住民的生活世界之界定

的问题，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与精神与德意志文化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还在托马斯·马塞里克 1919 年在

奥匈帝国废墟的基础上将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建立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担任总统之前，这位胡塞尔的

哲学领路人和帕托契卡老师的老师就已经将瑞士的多民族的国家制度视为大同理想，同时并不认可现代的

 “民族国家”形式。而当时摆在帕托契卡而非胡塞尔面前的问题更多是：这个多民族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

国究竟属于何种意义上的欧洲：中欧还是西欧东欧？这里存在的欧洲总体与各个欧洲局部之间的关系，实

际上就是胡塞尔在《危机》中所说的世界与各个生活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中的一种。

当胡塞尔将“欧洲”视作哲学的文化或真正的文化，并通过目的论的观念而不同于所有其他文化时，

这个“欧洲”代表了前引胡塞尔于 1933 年在与帕托契卡和中国人、日本人谈话中所说的“现象学的世

界”，也代表了他在《危机》中讨论的单数的“生活世界”，它是“超越一切的”，当然也超越所有的生

活世界，无论是文化世界，还是政治世界等，因为它具有普遍性。

胡塞尔在《危机》中将“生活世界之形式的最普遍结构”定义为：“一方面是事物与世界，另一方面

是对事物的意识。”③这是一个意向性哲学的定义，也是一个超越论哲学的定义，类似于陆九渊“人皆有

是心，心皆有是理”的普遍心理原则。

2. 但在生活世界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单数与复数的关系，就像在历史、语言、法权、文化、伦常等问题

上存在单数与复数情况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可以包含在前者之中：历史、语言、法权、文化、伦常都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2 Feb  2020

 

①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neu übersetzt von Sandra Lehmann, mit Texten von Paul Ricoeur und Jacques Derrida
sowie einem Nachwort von Hans Rainer Sepp,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0, S. 65.

②Jan Patočka,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Wien: Klett-Cotta, Stuttgart, 1987–1992, Band
II,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Phä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I, herausgegeben von von Klaus Nellen und Jíři Němec, 1991, S. 588.

③E.  Husserl, Gesammelte  Werke,  Bd.  VI,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4,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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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生活世界的一种。

如果我们也试图探究复数的生活世界，即具体的生活世界，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诸生活世界”概念就

可以是具体地域的、政治的、文化的概念，同时它会从抽象的、普遍的、模糊的单数变为具体的、相互关

联的和变动不居的复数。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世界中包含着捷克的和斯洛伐克的生活世界，它们

本身究竟属于西欧还是中欧或东欧的政治生活世界，这又会成为问题，甚至是致命的问题。至少这对于帕

托契卡来说最终成了致命的问题。他自己始终主张捷克斯洛伐克属于西欧，无论是在“二战”前纳粹德国

的统治时期，还是在“二战”后苏维埃联邦式的主宰时期。

这种对本己的生活世界的持守与思考也是确切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现象学首先需要做的工作。这里所说

的“生活世界”是复数，它们各自的相对普遍的形式结构及其相互间的交织与疏离、统一与差异、一致与

对立、包容与排斥等关系问题应当构成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横向研究之对象。

如前所述，帕托契卡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纵向研究的意义在于，回归自文艺复兴之后被忽略了的作

为欧洲文化真正基础的古典思想。前面笔者已经在胡塞尔追求生活世界之普遍性过程中对伽利略之前的近

代历史的回溯中看到类似的尝试，后面笔者还会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类似的企图。帕托契卡在这方面受到

两人的影响很深，因而在这个方向的研究上也十分用力。

不过，真正具有帕托契卡特征的生活世界思考和表达很可能更多是在其横向研究方面，例如在他的祖

国捷克（一度也包括斯洛伐克）的特有精神特性的研究上。帕托契卡所做的一个与此相关的哲学努力就在

于，将当代的捷克哲学纳入全欧洲哲学的传统中，并以此来避免它被导向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歧途。①另一

方面，帕托契卡也强调捷克思想的自立性，坚信捷克精神的欧洲使命在于为东－西欧之间提供中介。“我

们在这里也可以发现帕托契卡对他自己哲学追求的更新的特征刻画。他试图从他对本己的捷克命运的亲历

中获得的根本世界经验出发来参与为他的家乡进行的建构和新的意义论证。”②

这里所说的“捷克”，是指帕托契卡的确切意义上的祖国捷克，即由居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

说捷克语的住民代表的文化世界。实际上它并不包含斯洛伐克，也不包括居住在这里的德国人或犹太人，

恰如此前曾居住于此的胡塞尔家族。在当时自 1919 年建立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大约有一半人是

捷克人，其余依次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其他人。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世界，即胡塞尔

所说的“家乡世界”，并且程度不一地将异于本己的其他生活世界或多或少地视作“陌生世界”。家乡世

界与陌生世界之间的界限是变动不居的，随经历、视域、眼光、心境等的变化而变化。这在帕托契卡和胡

塞尔的思想经验案例上都可以发现。

尽管胡塞尔在其生活世界研究手稿中一再地思考在“家乡世界”与“陌生世界”之间的关系③，他偶

尔也会陷于帕托契卡以捷克人的身份更容易陷入的矛盾和纠结之中。当胡塞尔在 30 年代将“欧洲”视作真

正的哲学文化而非某种特殊的文化，视作“世界”的代表而非某个具体生活世界的代表时，他很容易被批

评为“欧洲中心主义者”；而当他将哲学精神与某种“德国信仰”④相等同时，他也很容易被批评为“民

族主义者”。

帕托契卡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尽管在回忆录中他主要就自己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世界主义的印象做

了描述，但在其后期的笔记中也对胡塞尔的民族主义（不是犹太式的而是德意志式的民族主义）做了说

明：“胡塞尔本人属于非常民族主义的学者。这一点肯定没有以某种方式落实在其哲学中。但他对那种

 ‘对世界权力的攫取’（Griff nach der Weltmacht）并未持否定的态度。而且他肯定从未相信：哲学与当时

德国沉迷于其中的（要改变世界现状）政治境况无法达成一致，科学与哲学在这里也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受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①参见：Milan Walter, “Jan Patočka. 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 a.a.O., S. 91.

②Milan Walter, “Jan Patočka. 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 a.a.O., S. 95.

③参见：E. Husserl, Gesammelte Werke, Bd. XXXIX: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New York: Springer, 2008, S. 154 ff., S. 167 ff., S. 335 ff., S. 429 ff., S. 542 ff.

④例如参见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 年）》，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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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损害。我们不要忘记：德国的民族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孩子。”①

尽管帕托契卡对胡塞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治态度的说明并非出自直观的印象，而是基于他的间接

了解与推测，但这个说明还是准确的。看起来，如果具有普遍结构的世界（单数的生活世界）是合理的，

而每个人最亲熟的生活世界（家乡世界）也有其道理，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张力就会是一个永恒的论

题。只是帕托契卡应当也知道：胡塞尔在“一战”结束不久就做出了“完全有意识地并且决然而然地纯粹

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的决定②，因而帕托契卡于 30 年代在弗赖堡见到胡塞尔时，他在胡塞尔和芬

克两位哲学家那里所感受到的更多是：“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一种真正的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够不顾一切地盛

开。”③而帕托契卡本人后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以此为榜样的，“因为各种意识形态会来而复去，而关

于人的观念却是恒久的”④。

每个人身处的生活世界以及在此环境中所持守的自然观点乃是因人而异的，故而是千差万别和变动不

居的。对差异性的追求只可能是一种持续而无尽的退缩。仅就“家乡世界”而言，它的统一会从各个洲、

诸国家、诸民族、各种文化的单元（统一）退缩到职场、家庭的单元（统一），再退缩到或男或女、或老

或少的个体的单元（统一），亦即每个人最小周围世界的单元（统一），而且即便是这种个体的单元（统

一）也是暂时的，随时间的流动而随时变化。生活世界因此而最终会成为一个相对主义的游戏场。

之所以仍然存在生活世界横向研究的可能性，乃是因为在这些或大或小的单元（统一）中仍然有规律

可循，有结构可探，有本质可现，而且是通过现象学的方法，“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表述：所有分析都是对

世界以何种方式方法显现给人们的解释性构造分析”⑤。无论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

在论现象学，都是一种可以让我们远离相对主义结论的立场和方法。帕托契卡在这点上是与他们基本一致的。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而且以非常简单的方式作为这样的问题表达出来：有没有超

越各个生活世界的世界？而就广义的伦理或伦常而言，这意味着，有没有普世伦理？−如果有，在哪

里？是什么？−如果没有，是否需要构建一个？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第一历史性”和“第二历史性”，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第一开

端”和“另一开端”。⑥他们都曾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方案。

三、帕托契卡：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

以上讨论的是帕托契卡在生活世界现象学问题上对胡塞尔相关思想和思路的继承和发展。但帕托契卡

的相关研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也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它使得后期的帕托契卡常常以有别于胡塞尔的面貌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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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an Patočka,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a.a.O., S. 588.

②参见 Hua Brief. IV, S. 409.−笔者曾在《胡塞尔于一战期间的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五辑，《现象

学与实践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第 3−18 页）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如前所述，扬·帕托契卡曾有“德国的民族主义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孩子”的说法。对此还可以再补充一个案例：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极为出色的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在其关于“历史

哲学”的战时讲座中表达过他对因“一战”而破灭的实现人类良知的世界主义梦想而感到的失望：“我们曾相信一个人类的总体意识

 （Gesamtbewußtsein），曾相信为了人民的共同工作的一个伦常的、智性的以及感性的团结互助，我们曾相信实现了人类的良知，它并不预

示着各种不同的东西，而是预示着承诺要去协调与克服各国家的矛盾与敌对，我们曾相信文明的安全的庇护所。现在这个理想的欧洲几乎

可以说已经一天天地倒塌了。我们从一个美梦中醒来，看到我们身处在最可怕的现实当中。”但他随后所做的包含咒骂的叹息却暴露出他

的世界主义梦想的傲慢与虚伪：“我们不得不派遣我们的有别于其他人的文化人组成的军队，派遣这些最高贵的和最崇高的兵员去与这些

被策动的黑色与黄色人种的渣滓（Auswurf）作战。”（Wilhelm Windelba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 Eine Kriegsvorlesung, Paderborn: Sarastro
Verlag, 1916. S. 7 f.）从这里也已经可以看出，在文德尔班的民族主义结论背后隐含的种族主义恰恰可以说明其世界主义梦想无法实现的根

本原因。

③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第 283 页。

④参见：Milan Walter, “Jan Patočka. 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 a.a.O., S. 97.

⑤参见：克劳斯·黑尔德：“导言”，载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第 3 页。

⑥对这两对概念的阐述可以分别参见笔者：《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哲学动态》2019 年第 12 期）以及笔者：《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弗赖堡的相遇与背离》，第六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第 148−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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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帕托契卡本人于 1968 年或 1969 年曾为在布拉格大学复职而撰写过一篇捷克文的简历。这

个简历直到 1999 年才翻译成德文出版。他在其中就自己早年的《自然世界》一书做了一个回顾评价：“我

很早就在思考‘自然世界’以及它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还在认识胡塞尔之前，我就在当时还住在布拉格的

洛斯基那里以及在柏格森那里了解了它，但我当时相信，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了恰当的方法，它赋予此问题

以一个应有的哲学广度和深度。”①

可以看出，在写于这个时期的这段文字中，帕托契卡不仅否认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思考是他的自然

世界论题的最初思想来源，而且他后面的措辞“但我当时相信……（ich glaubte damals...）”也不得不让人

产生疑虑：它似乎表明帕托契卡在写作这个简历时不再持有当时的观点，也就是说，此刻的他也不再相

信，胡塞尔可以为这个思考提供恰当的方法。

帕托契卡在简历中表达的这个想法是不是真实而认真的呢？如果是，那么帕托契卡毕生从事的生活世

界研究在何种意义上还可以被称作“生活世界现象学”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参考他在此期间公开发表的文字。例如，在帕托契卡为《自然世界》1970 年捷克语新

版所写的“前言”中，他仍然将“面前这部 34 年前出版”的《自然世界》称作“第一部明确致力于这个问

题的论著”，并说明它“试图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来阐述和解决这个问题”。但随后在对自己在

 《自然世界》之后的思想发展回顾中，他继续写道：“许多年后，笔者对那个在‘超越论现象学’中曾是

方法的出发点和‘绝对主体’哲学的反思概念保持了批判的距离。这导致他做出对整个问题进行重新加工

的尝试：他将历史概述扩展为一个对此问题直至今日的历史之概论，并将对此问题的批判扩展与对在世界

中的有限主体生活描述相衔接，他将此主体生活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每一个运动都

开启了自然世界的一个本质的方面。”②

帕托契卡在这里没有展开对他的“主体生活的三种运动”的具体说明③，但他从纵、横两个方面来重

新加工生活世界问题的思想努力已经得到十分明确的表达。而导致他做出这个努力的原因显然在于，他开

始对超越论现象学的反思方法抱以怀疑的态度并保持批判的距离。其最明显的改变出现在 70 年代。如前所

引，帕托契卡在 1974 年致芬克的信中曾写道：“我在近些年尝试对海德格尔做更为深入的研究。”④而

在 1975 年作为《海德格尔全集》第二十四卷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出版后，他对这部与《存在与时间》

几乎同时完成的讲座稿做了仔细的阅读和研究并从中获得许多启示。

按照利科对帕托契卡现象学思想发展变化史的梳理，帕托契卡是在 1969 年为新版的《自然世界》⑤

撰写的“前言”中完成了与胡塞尔的“分离”，而在 1976 年为法文版的《自然世界》所写的“后记”中更

强烈地表达出他对胡塞尔的“偏离”。在这里，“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许多论题加以质疑−如对意向活

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划分，对绝然性的要求以及悬搁的概念−而且在其中他展示出对海德格尔立场的明确

偏好”⑥。而利科没有提到的是，此后在帕托契卡遗稿中发现的一篇应当是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题为

 《什么是现象学？》⑦的文字中，帕托契卡的这个倾向更为明确地得到阐述。该文章的编者、胡塞尔文库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①参见：Jan Patocka, Texte – Dokumente – Bibliographie, a.a.O., S. 453.

②Jan Patočka,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a.a.O., S. 23.

③关于人的生存的三种运动的学说可以参见帕托契卡的三篇文章：Jan Patočka, III. “Schriften zur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in ders.,
Vom Erscheinen als  solchem Texte  aus  dem Nachlaß,  herausgegeben von Helga Blaschek-Hahn und Karel  Novotný,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00, S. 185-264. 还可以参见：Ludger Hagedorn,  “ ‘ Bewegung ’ als Leitmotiv von Patckas Ideengeschichte,” in Ludger Hagedorn und Hans
Rainer  Sepp  (Hrsg.), Andere  Wege  in  die  Moderne-  Forschungsbeiträge  zu  Patockas  Genealogie  der  Neuzeit,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6, S. 10-25.−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④Eugen Fink und Jan Patočka, 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 a.a.O., S. 117.

⑤帕托契卡对其任教资格论文《作为哲学问题的自然世界》做了修改，并于 1970 年出版了它的新版《自然世界与人类生存运动》。

⑥Eugen Fink und Jan Patočka, 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 a.a.O., S. 117.

⑦参见：Jan Patočka, “Was ist Phänomenologie?,”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44ste Jaarg., Nr. 4 (December 1982), S. 643-676. 这篇文字的一个部分此

前还发表在哲学史家雷蒙德·克立班斯基的纪念文集中：Helmut Kohlenberger (Ed.), Reason, Action and Exper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Raymond
Klibansky, Hamburg:  Felix  Meiner,  Hamburg  1979,  S.  31-49.  全文后来收入《帕托契卡文集》第二卷出版：Jan  Patočka,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a.a.O., S. 424-452.−该文的中译已经由笔者完成，待刊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辑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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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主任埃瑟林曾评价说：在该文中“也表达了一些帕托契卡在前引其任教资格论文法译本前言中涉及的

论题，但这里的论述要深远得多，而且海德格尔的灵感引发要强烈得多”①。

从总体上看，帕托契卡首先尝试调和或融合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并借助于后者来补充和修正前者，或

依据后者来抵御前者，但他最后的立场不仅逐渐偏离了胡塞尔和马塞里克，实际上最终也偏离了海德格

尔。特鲁拉在其博士论文中曾将帕托契卡称作“一位处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苏格拉底”②，这个标

示仅仅在限定的意义上是合理的。严格说来，帕托契卡从 30 年代初到去世前的 70 年代末的整个思想发

展，实际上更有理由被称作“一位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走向海德格尔在世之在生存论的苏格

拉底”。③

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个从胡塞尔向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道路进行重构：横向结构论的、纵向历史论

的，以及最终还有这里尚未提到的方法论方面的。
1. 横向的结构把握

在 1976 年发表的回忆弗赖堡时期胡塞尔的文章中④，对待海德格尔的态度曾是帕托契卡无法回避的

一个话题。帕托契卡在文章中回忆说：“胡塞尔一有机会便会强调他的观点与海德格尔观点的不可调和

性。想要将它们综合在一起的尝试必定始终会失败，他这样告诫，并且指出，有一些年轻人一再尝试这样

做，却一再进入死胡同。”无论帕托契卡当时是否受到胡塞尔这个想法的影响，他至少承认：“我已经获

得对胡塞尔研究的巨大问题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至于我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海德格尔。”⑤不

过此后不久，帕托契卡还是在他的哲学史和现象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关注海德格尔，而且随后也加入到了

兰德格雷贝、芬克、比梅尔、黑尔德等这些试图调和或融合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家的阵营之中。

还在发表这篇回忆录的几年前（1974 年 12 月 17 日），帕托契卡便在致芬克的信中写道：“我在近些

年尝试对海德格尔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但同时我心中惦记的是现象学，而且我试图从胡塞尔那里获取一些

适用于一门非主体的现象学的东西。我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在两位思想家那里获得纯粹现象学的东西（回答

这个问题：为什么自身展示者会如此以其自身展示的方式展示自身）：悬隔（Epoché）−‘回退一步’；

变化了的话语、语言的起点。真理面对传统；科学中的技术化危险−技术的本质作为危险；生活世界−世

界四重体（Geviert）中的人。−除此之外，我始终在考虑现象学应当澄清的历史问题。”⑥

帕托契卡的这封信几乎就是对他在那些年里所做哲学思考的一个概括总结。而这里的问题，尤其是几

个用连接号连接的概念范畴对，都表明帕托契卡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进行对照、比较、综合的意图，而且

它们也都已经在帕托契卡在此期间发表的文字中得到相应的表达和论述。这里所说的“近些年”以及“努

力从不同的角度在两位思想家那里获得纯粹现象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个谦词，因为从 70 年代以后翻译出版

的帕托契卡文集来看，他此前十几年就开始在以捷克文发表的文章中处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开始与胡塞

尔与海德格尔两位思想家保持批判的距离。

即使笔者暂且可以撇开其他几对概念不论，帕托契卡在这里将“生活世界”与海德格尔“天地人神之

四重体”中的“人”相比较的做法却仍然无法让人视而不见。假如帕托契卡认定这个比较或等同成立，那

么单数的生活世界只是与天地神其他三元相并列的一个单元，因而它不再被认作世界整体，而只是这个整

体的一个部分。但帕托契卡的“世界整体的现象学”最终并未走向海德格尔，而是更接近芬克的“世界主

义”主张和勒维纳斯的“整体主义”主张。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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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amuel IJsselin,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zu Jan Patočka, “Was ist Phänomenologie?,” in a.a.O., S. 646.

②Dalibor Truhlar, Jan Patocka: Ein Sokrates zwischen Husserl und Heidegger, Kindl Edition, 2015.

③Jan Patočka,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Wien: Klett-Cotta, Stuttgart, 1987-1992, Band
II,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Phä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I, herausgegeben von von Klaus Nellen und Jíři Němec, 1991, S. 588.

④实际上本文的标题也可以叫做：“帕托契卡：从生活世界现象学到在世之在生存论”。

⑤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第 282 页。

⑥Eugen Fink und Jan Patočka, 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 a.a.O., S. 117.

⑦参见：Jan Patočka, “Weltganzes und Menschenwelt – Bemerkungen zu einem zeitgenössischen Kosmologischen Ansatz,” in Jan Patočka,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a.a.O., S. 25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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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看起来并未读过帕托契卡与芬克的通信集，但他曾就帕托契卡的世界整体问题写道：“这个世界

整体的问题性的论题不仅使帕托契卡与马塞里克划清界限，而且也使他与胡塞尔，而后也与海德格尔划清

了界限，尽管他为了反驳胡塞尔而恰恰依据过海德格尔。”①

按照利科的看法，帕托契卡自 50 年代以来就觉得胡塞尔将“自然世界”大体上等同于“前科学的经

验层面”的做法带有过多的主体性印记。而在海德格尔方面，帕托契卡对他的偏离主要体现在对身体性的

理解方面。在梅洛-庞蒂的影响下，帕托契卡认为海德格尔从未考虑过身体性或身体主体的活动所具有的存

在论地位。而且利科认为，帕托契卡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后来并不弱于他与胡塞尔的分歧。②

这是就帕托契卡对生活世界横向结构方面的理解而言，笔者还可以从纵向的方面讨论帕托契卡在生活

世界现象学乃至从整个哲学立场出发对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的继承与改造，而这个方面如前所述是他毕生

投入最多精力的方面。
2. 纵向的历史理解

在这方面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胡塞尔所构想的目的论最终还是遭到了始终经历着和思考着“二战”后

欧洲文明之衰落的帕托契卡的辞别和放弃。③胡塞尔在历史的生活世界向度上的带有乐观主义精神的思

考，包括对欧洲精神乃至真正人类精神之目的论发展的“原创造”（Urstiftung）的指明，最终不再为帕托

契卡所坚信和坚持。但他的确仍然在思考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一如他前引晚年致芬克信中所说，“我始终

在考虑现象学应当澄清的历史问题”④。这尤其可以在他收于《哲学史的异端论文集》的《历史的开端》

中得到根本的证实。他在这里讨论的主要不是哲学史的问题，而是历史哲学的问题。

对于胡塞尔的后期历史哲学思考，帕托契卡在总体上认为：

　　现象学无法将历史视作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并且无法将历史当作它的主要对象之一，除非现象学使它的

无论是在方法方面还是在质料方面的整个基本构想都发挥效用。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胡塞尔越来越多地针

对静态分析而强调发生、被动发生的作用、在内时间意识中所有以臆指的方式被单纯接受的种种体验组元的

产生。所有静态的东西都指向发生并因此而指向历史。因而历史是现象学所达到的最深的内容层面；但如果

我们将历史理解为某种类似自由行动和决定或对它们的基本预设的东西，那么就应当说，尽管胡塞尔的发生

是超越论的，甚至恰恰因为它是超越论的，这种发生所了解的仅仅是在一个无成见的、无兴趣的旁观者的反

思中，即在一个（在我们的意义上）本质上非历史的主体性的反思中可以被把握到的结构。⑤

也就是说，帕托契卡认为，在现象学的反思目光中被把握到的历史性只可能是结构性的东西，因而是表层

的和非历史的。狄尔泰和约克倡导的“历史性理解”应当是通过其他方法来进行的工作。⑥

在这点上，帕托契卡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具有相对于胡塞尔的意识反思的现象学在历史哲学思考

上的优越性。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构想是历史性的−而且这并不仅仅是在一种引向发生的现象学分析

的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构想首先就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不仅仅摒弃了作为现象学化之可能性前提的无兴趣

旁观者，而且恰恰指明了对存在的感兴趣就是理解深层现象即存在现象的出发点和可能性条件。它一方

面指出一种在现象学基础上的对存在论问题的更新，另一方面也指出一种对现象学一般之意义的恰当理

解。”⑦这意味着，要想把握深层的存在现象，前提就在于对存在的感兴趣。

无论这种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和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褒扬是否能够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本人所认

可，它都提供了一种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的生存论关系的独特解释。帕托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①Paul Ricoeur, “Hommage an Jan Patočka,” in 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0, S. 9.

②参见：Paul Ricoeur, “Hommage an Jan Patočka,” in 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9 ff.

③对此问题还可以详见 H. R. 塞普的说明：Hans Rainer Sepp, “Nachwort,” in 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0, S. 216 f.

④Eugen Fink und Jan Patočka, 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 a.a.O., S. 117.

⑤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66 ff.

⑥笔者的几篇论文已经在胡塞尔“历史现象学”问题思考的语境中对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它们分别被收入笔者的《心性现象学》（待刊

稿，第十七至二十三章）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赖堡的相遇与背离》（第七、八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中。

⑦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6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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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卡最终将它们之间的差异归结为时间理解方面的分歧。我们在他的《自然世界》书中就可以读到：“无

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建立在自然世界基础上的是烦（Sorge）和时间性，而非内时间意识。”①

但是，尽管帕托契卡认为，海德格尔的开放性（Offenheit）概念为解决问题能够提供至此为止最坚实

的基础，但他最终也不认为海德格尔解决了自然世界的问题，因为“海德格尔对现象和开放性的分析并不

直接指向自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指向关于存在之意义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指向所有现象性一般（Phänomenalität
überhaupt）的基础的问题”②。

就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而言，自然世界问题的无法解决实际上就意味着历史的生活世界问题或历史问题

的无法解决。帕托契卡的许多努力都在于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来相互补充。但无论是胡塞尔指出的

 “科学中的技术化危险”，还是海德格尔指出的“技术的本质作为危险”，都是对文明之命运和本质的揭

示，但它们还是都没有阻止文明的堕落，这也是历史问题无解的原因，即古希腊人所说的，人的习性就是

他的命运：“现代文明不仅承受着它自己的错误与目光短浅之苦，而且也承受着整个历史问题都尚未解决

之苦。诚然，历史问题也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必定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时代的危险就在于，我们在全

然的专门知识面前忘记了看到问题以及是什么构成了它们的基础。也许关于文明的堕落的整个问题都提错

了。没有一种自在的文明。问题毋宁在于：历史的人是否还愿意信奉历史。”③

德里达曾对帕托契卡的这段话评论说：“最后一句话表明：历史性始终是一个秘密。历史的人不想为

历史性承担责任，首先不想承认那个掏空了他自己的历史性的无基深渊（Abgrund）。”④

但德里达和帕托契卡当时都没有读过胡塞尔 1934 年深秋在解决历史问题方面所提出的最终解决设想，

也没有读过海德格尔 1936−1938 年期间所著的《论本然》的哲学论稿。所以帕托契卡会在方法论层面批评

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为了‘主体性的纯化’而需要的不仅仅是悬搁，而且还需要对存在领会的一种

历史性关系的明察。”⑤这一点还会在下一节进一步得到讨论。

在作为精神科学方法的“历史性理解”方面，笔者已经在多篇文章中阐释过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思想

和历史性理解方法。而在关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文字中，笔者更明确地说明：在胡塞尔看

来，历史的生活世界的问题最终不在于理解历史性，而在于创造新的历史性；前者是“第一历史性”，后

者是“第二历史性”；如果历史问题无法用历史哲学的“理解历史性”的方式解决，那么我们至少还可以

尝试实践哲学的“创造历史性”的方案。现在我们还应当指出：海德格尔在此问题上所提出的“第一开

端”和“另一开端”的设想与胡塞尔是异曲同工。⑥它们都不再是用传统目的论的方式来劝说人们信奉历

史的认知方案，而是一种重新开始，建立起新的历史的人的教育方案，无论这后一种方案是否可行和可

信，它都是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提出的一种尝试。

对于笔者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如果工具理性与技术危险本身就是包含在人类精神的“原创造”之

中的，包含在人的“理性”本性之中的，如庄子的“机事－机心”之比喻已经暗示的那样，那么向历史原

点的回返和重新理解历史性的努力就注定会是一种徒劳。也许只有去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历史性以及尝试从

一种新的开端出发，才有可能用一种“超理性”去克服或替代以往的、包含工具理性在内的传统“理

性”。但这应当是一个有待专门论述的问题。
3. “反思”或“思义”的方法论

但对胡塞尔的偏离与对海德格尔的贴近并不意味着帕托契卡对现象学一般的背离或对现象学方法一般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2 Feb  2020

 

①Jan Patočka,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a.a.O., S. 273.

②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29.

③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66.

④Jacques  Derrida, “ Ketzertum,  Geheimnis  und  Verantwortung:  Patočkas  Europa,”  in  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184.

⑤Jan Patočka, “Was ist Phänomenologie?,”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44ste Jaarg., Nr. 4 (DECEMBER 1982), S. 662.

⑥详见笔者论文《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哲学动态》2019 年第 12 期）以及笔者专著：《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赖堡的相遇与背

离》，第六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尤其是其中的

第 148−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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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弃。恰恰相反，他是在现象学的名义下讨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两位现象学“泰斗”的思想统一与差异。

从帕托契卡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什么是现象学？》的文章来看，他主要是在实事和方法两个方面尝

试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统一到现象学的名义下：一方面将笛卡尔的“之物”（res）−无论是“思维之

物”（res cogitans）还是“广延之物”（res extensa）−以及胡塞尔的“意识”−无论是意向活动

 （Noema）还是意向相关项（Noesis）−都解释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者”（Seiendes）；同时将海

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为“关于存在方式的学说”；另一方面将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悬搁、中止判

断、排除、加括号），即将目光从意识超越转向意识内在的方法，解释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无化”

 （Nichtung）−还原、建构、解构−的最初步骤，即将目光从存在者转向存在，从有转向无的存在领

会方法的最初步骤。

当然，由于这种统一的尝试是在 20 年代末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和《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等）的影响下进行的，因而它同时也强烈地表现出用存在论现象学的海德格尔来统合超越论现象学的胡塞

尔的意图，并明确带有将前者视作对后者的发展和深化的立场。

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受到批评。帕托契卡自己在文章结尾处对此也做了预先的回应：“时而会有人对胡

塞尔的几个学生提出指责，认为他们根据海德格尔来诠释胡塞尔，同时却未尊重胡塞尔自己的科学意向；

这个科学意向并不在于论证一门新的形而上学（他们是这样主张的，尽管这与胡塞尔在许多阐述中所提出

的主张正好相反），而在于阐述一种对各个素朴的对象性起点之可能性条件的一种具有历史关联的、‘局

部的’反思方法。”他对此辩解说：“但奇怪的是，恰恰是海德格尔在如此有力地强调现象学的方法特

征，而且也将它与一种原则上历史性的思义连结在一起。对海德格尔的操作方式的批评必须首先关注它与

胡塞尔基本概念的关系，以及关注这些概念如何从对胡塞尔基本起点、对总命题、悬搁与还原的透彻思考

中产生的方式方法。”①

显然，帕托契卡已经清楚看到了胡塞尔在后期提出的“对生活世界事物的普全悬搁”与“历史的自身

思义”的方法，与海德格尔的作为存在领会的“历史性思义”的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并坚持这种方法的现

象学特征，只是他认为，海德格尔的“较新的现象学”比胡塞尔的“较老的现象学”要更为彻底地贯彻了

现象学的立场。事实上，在帕托契卡的诠释中，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和在世之在现象学（或“存在方

式现象学”与“存在者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与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和生活世界现象学之间的关

系相对应，并将后者包纳在自身之中。这使得帕托契卡在批评胡塞尔的同时有理由继续将自己的自然世界

理论标以“生活世界现象学”的称号，或更确切地说，“在世之在现象学”的称号。在相近的意义上，利

科认为，帕托契卡的“人的生存的三种基本运动”理论可以理解为海德格尔“在世之在的种种方式”②的

学说。也就是说，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在其后期更多带有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和生存解释的性质，

而非胡塞尔倡导和施行的超越论现象学方法，即帕托契卡所说的“内省的意识学说”③的反思方法。

但与利科相比，兰德格雷贝在对帕托契卡的评论上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因为他为了维护胡塞尔与帕托

契卡之间思想的一致性，甚至不惜以割裂胡塞尔自己前后期的思想联系为代价。兰德格雷贝认为，帕托契

卡“并未展示出一门完全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现象学。它只是处在与胡塞尔在其生前出版的《纯粹现象

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 年）中对现象学的系统论述的对立面。但这恰恰是对胡塞尔在其后期与最

后期在自我批判的和部分是困窘的反思中所指明了的方向上对现象学的一种继续发展，而且必须在这种继

续发展中寻找对此困窘的解决方式。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胡塞尔遗稿的编辑出版才得以为人所知”④。

兰德格雷贝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将胡塞尔一分为二：《观念》第一卷前的胡塞尔与《观念》第一卷后的

胡塞尔，或描述现象学的胡塞尔与超越论现象学的胡塞尔，类似于理查德森在海德格尔那里所做的并为海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①参见：Jan Patočka, “Was ist Phänomenologie?,” in a.a.O., S. 675.

②参见：Paul Ricoeur, “Hommage an Jan Patočka,” in 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10.

③参见：Jan Patočka, Jan Patočka, Die Bewegung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a.a.O., S. 233ff.

④L. Landgrebe, “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čka,” a.a.O., S.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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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本人默认的“海德格尔 I”与“海德格尔 II”的划分①。这两个划分当然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兰德

格雷贝认为胡塞尔在其后期与最后期因为超越论现象学的反思方法而陷入困境并做出自我批判，则属于当

时流行的一种误读和误解。因为在胡塞尔的大量手稿中可以发现，那里偶尔出现的所谓“部分是困窘的反

思”②总是很快就淹没在胡塞尔大量的乐观信念和奋发努力的汪洋之中。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也一再证明

了这一点。

不过撇开胡塞尔自己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态度不论，在这里至少可以确定一点：尽管帕托契卡后期开始

放弃胡塞尔在 1913 年之后所坚持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反思方法，但他并未离开现象学方法一般的途径，甚至

也未放弃胡塞尔始终也在运用的现象学的意向构造分析和本质直观的方法。自《自然世界》起，帕托契卡

始终相信并坚持，现象学的分析−无论以意向分析的名义，还是以生存分析的名义−为把握生活世界

的统一提供了方法的依据：“随之而得以证明的是：世界的统一不是拼组成它的那些材料的统一，而是创

造它和保存它的精神的统一。”③

结 语：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与“现象学”

帕托契卡一生的思考，都可以被纳入“生活世界”与“现象学”的两个关键词中，当然是在其最宽泛

的意义上。正如哈格道恩所说，帕托契卡的论文和论著几乎都是从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提出的现象学问题

的辨析引导而来。④应当说，在事实上他思考所有基本问题都是围绕生活世界论题进行的，而且都可以纳

入到这个论题之中：前历史的自然世界问题、观念史研究、双重意向性的思考、后期的“显现”本身的理

论、无主体现象学的学说、三种运动区分、建基于时间分析之上的历史哲学思想，如此等等。在方法上他

坚持现象学对直观和明见的诉诸，并通过具体的意向分析和此在分析来加以实施。唯有在涉及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差异以及关于作为“无”的存在时，他才会触及一定意义上的“形而上的现象学”领域。这里的现

象学不仅具有存在者的显现学说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从存在者向存在回溯、从生活世界向世界整体回溯的

现象学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将帕托契卡称作现象学的思想家，成为确切意义上的胡塞尔

与海德格尔的重要学生以及两人思想遗产的出色继承人、诠释者和推进者。尤其是在对胡塞尔后期思想与

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融合与发展方面，帕托契卡很可能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中、甚至在所有现象学

运动的参与者中所做贡献最大的。事实上，雅默的主张：只有将《存在与时间》与《危机》两本书视作两

部互补性的著作并放在一起研究才能完整地理解它们的意义⑤，这个努力在此前十多年就已经由帕托契卡

付诸实施了。

无论人们愿意将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思想道路视作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徘徊，还是视作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行进，或者反之，他对两人思想的基本态度都是极为崇敬，但同时也不尽满意。他

更愿意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对峙，而后也用它们来相互反驳、相互纠正并相互补充。兰德格雷

贝和利科都曾指出过帕托契卡的这个思想特点。⑥

除此之外，利科曾婉转地对帕托契卡提出过批评以及对他研究工作的某种惋惜，无论是帕托契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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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 Heidegger, “Vorwort,” in William J. Richardson, S. J.,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a.a.O., S. XXI.

②兰德格雷贝在这里暗示的很可能是随胡塞尔全集版的《危机》于 1969 年的发表而公之于众的一个胡塞尔 1935 年对《危机》所做最后笔

记：“哲学作为科学，作为严肃的、严格的甚至是绝然严格的科学，这个梦已经破灭了。”（Hua VI, S. 508）全集版的《危机》于 1976 年

出版时曾一度广泛地被误释为胡塞尔晚年放弃自己毕生所做努力的一个信号。不过伽达默尔很早就指出这是一种误释。此后还有许多重要

的学者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及其讨论背景可以参见：K.-H. Lembeck, Gegenstand Geschicht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Phaenomenologica 111,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88, S. 54, Anm. 18.

③参见：Jan Patočka, 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a.a.O., S. 24 ff.

④参见：Ludger Hagedorn, “ ‘ Bewegung ’ als Leitmotiv von Patočka Ideengeschichte,” in Ludger Hagedorn und Hans Rainer Sepp (Hrsg.), Andere Wege in
die Moderne - Forschungsbeiträge zu Patockas Genealogie der Neuzeit,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6, S. 10.

⑤参见：Ch. Jamme, “Überrationalismus gegen Irrationalismus. Husserls Sicht der mythischen Lebenswelt,” in: Ch. Jamme/O. Pöggeler (Hrsg.),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 – Zum 50. Todestag Edmund Husserls,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 68.

⑥参见：Ricoeur, “Hommage an Jan Patočka,”  in  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9,  S.  14 f.;  L.  Landgrebe,
 “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čka,” a.a.O., S.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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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端论文集》还是他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生存运动》①论文集，都会让利科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它

们表现出某种不充分和不专业。利科将它归咎于帕托契卡在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的 34 年里只有 8 年时间

被允准公开执教。②倘若那个时代为帕托契卡安排了一个不那么坎坷的命运，那么他为生活世界现象学以

及整个现象学运动留下的思想资源必定会成熟和丰富得多！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中译”（12&ZD12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Husserl and Patocka’s Life-world
— Phenomenologists as Pure Philosophers

NI Liangkang

Abstract:   Jan  Patocka  came  to  Freiburg  in  1933  to  follow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studying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It  is  on this  ground that  he  finished his  teaching qualification thesis  of The

Natural  World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in  1936.  Patocka  had  his  own  primal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approaching and discussing the problem of life-world albeit. At first he was influenced by Husserl’s concept

of life-world and later by Heidegger’s  concept of world.  At the level  of discussing phenomenology of life-

world,  he  ultimately  gave  his  own perspective  and  the  passageway  into  it  vis-à-vis  Husserl  and  Heidegger.

The  passageway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transversely  constructive,  the  longitudinally

historical, and the methodological ones.

Key words:  life-world, world, Husserl, Patocka, Heid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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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henomenological Turn” in Self Research and New
Resolution of Self-paradox

WANG Shipeng

Abstract:   The  phenomenological  turn  in  self  researches  maintains  that  the  first  priority  is

phenomenological questions, and that the question about self knowledge is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al of all

other philosophy questions concerning self. The common-sense self knowledge has some phenomenological

properties, ie, Directness, authority and transparency. Descartes, Hume, and Kant define self with the terms

of “unified”  “simple”  and “continuous”by  means  of  common-sense  self  knowledge.  Common-sense  self-

knowledge  not  only  shapes  the  self-concept  of  ordinary  people,  but  also  leads  to  self-paradox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Reflections  on  common-sense  self  knowledge  reveal  the  problem of  lexical  errors,

grammatical errors and methodologies in self-paradox. There will be no solution to self- paradox with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nd view, by which the self illustrates its complex hierarchy, structure and openness.

The first-person path and the third-person path that reach the self are constantly constructing the self itself

while  giving  us  self-knowledge.  Self-research  must  inevitably  reflect  on  the  whole  self-knowledge  system

including  common-sense  self-knowledge,  and  discover,  evaluate  and  utilize  the  valuable  self-knowledge

forms,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perspective.

Key words:  phenomenological turn, self, self knowledge, self- paradox

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①即帕托契卡两部著作的法文版：Jan Patočka, Essais heretiqu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traduit par E. Abrams, Paris: Verdier, 1981; Le monde
nature naturel et le mouvement de l'existence humaine, traduit par E. Abrams, Phaenomenologica 110,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8.

②参见：P. Ricoeur, “Hommage an Jan Patočka,” in Jan Patočka, 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a.O., S. 1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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